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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 

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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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技术制造业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加速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栽体，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生カ军的关键。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 NSBM 模型，测度2011—2016 年长江经济带高技

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两阶段效率，并探讨效率演变的时空特征和内在机理。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

业创新整体效率和阶段效率均呈下上中游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处于要素配置优化推动

转型升级的调整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高高”特征；中上游地区处于粗放式集聚加剧要素错配的阵痛期，呈

集聚水平、创新效率“低低”特征。技术研发效率不高是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投

入导向和关联错配导致的中游塌陷与局部效率洼地，会加剧区域效率分化，最终演变为全局低效率。为改变长江经

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局部高效、全局低效的不利境地，实现创新效率提升，需强化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完善市场

科技服务体系，树立质量效益型研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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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技术制造业具有知识和技术要素密集、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等优势，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

重要载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カ的攻关期，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カ变革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高技术制造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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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产效率的保障，是新时期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三大变革”的动カ源泉。长江经济带在新时期区域发展总体格局

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区。2018年 4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上指出，要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动力转换，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生力军。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创新驱动的重要策源地和引领带，解构其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演变的时空特征及内在机

理，有助于加快推动高技术制造业效率变革，实现创新驱动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相关文献综述 

创新效率是高技术制造业活力的“源泉”，能够衡量企业创新资源配置能力。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既是突破工业发展

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重塑工业竞争优势的应有之意。国内学术界主要围绕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评价及提

升路径展开研究，其中，效率评价涉及全国
[1]
、省域

[2]
、产业

[3]
、企业

[4]
等多尺度；创新效率提升路径着重从产业发展和区域环

境两个方面探讨不同因素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涉及资源依赖
[5]
、企业规模

[6]
、人力资本

[7]
、研发投入

[8]
、产业集聚

[9-10]
、政府

干预
[11]
、政策体系

[12]
等。 

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其中，随机前沿分析（SFA)属于参

数法，需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和效率项的分布假设，一旦设定有误就会导致结果出现偏误
[13]
;数据包络分析（DEA)属于非参

数法，相比 SFA模型，DKA模型应用更为广泛，包括 BCC模型和 CCR模型
[14]
，以及考虑非径向冗余的 SBM模型

[15]
、比较前沿面效

率的 Super-DEA
[16]
、兼容径向与非径向的 EBM模型

[17]
等。综合已有研究，エ业基础和创新禀赋差异导致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兼

具低水平和区域异质性特征
[18-20]

。 

随着研究框架不断完善，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路径逐步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改

革重点从政府拉动需求转向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持续推动经济发展
[21]
。探索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路径能够为区

域产业政策制定提供重要指引，有助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破解低效率创新困境，实现创新驱动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虽然围

绕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路径的研究如汗牛充栋，但研究维度各有侧重，实证结果也存在分歧。 

已有研究为完善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分析框架提供了思路借鉴，但通常将高技术制造业创新过程作为“黑箱”处理，较少关

注中间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转化过程。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基于价值链视角提出两阶段关联型网络 DEA 模型
[22]
，

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效率和技术转化阶段效率进行分解测度
[23]

。然而，国内学者普遍将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过程看作

独立单元，忽视创新系统内各阶段的关联性
[24-25]

,导致效率分析中的“辛普森悖论”。已有研究通常采用 Ka0&Hwang
[26]
提出的关联

型网络 DEA 模型，但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过于严苛，肖仁桥等
[27]
对模型进行改迸，提出规模报酬可变的链式关联型网络 DEA 模

型，拓展了模型应用领域，完善了网络 DEA分析框架，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测度提供了方法借鉴。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的重要集聚区，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鲜有围绕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

率的研究，部分学者仍沿用传统 DEA模型分析框架，没有从价值链视角采用网络 DEA模型进行效率评价
[28-30]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

制造业创新效率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31-32]

，对低效率创新困境根源的探讨也相対薄弱
[33]
。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作以下拓展：①厘清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中间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转化过程，完善相关研

究框架；②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关联型 NSBM 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效率和技术

转化阶段效率，改进传统网络 DEA模型有偏的测算结果；③解构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演变的时空特征和内在机理，

阐述低效率创新根源，为探讨效率提升路径提供依据。 

2 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演变内在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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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动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由一系列功能性研发环节和关联性服务环节组成的连续过程。创新周期包括从技术

研发到产品开发等一系列环节，以实现市场效益为目标。借鉴余永泽等（2009)、Guan
[34]
、肖仁桥等（2012)的研究成果，将高

技术制造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技术研发阶段是指研发资源向科技成果转化环节，技术转化阶段是指

科技成果向经济效益转化环节，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创新效率是两阶段效率的综合（见图 1)。由于区域创新禀赋和工业基础不同，

差异化目标导向使两阶段创新效率演变的内在机制不尽相同，厘清这一内容有助于研判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 

 

2. 1 投入导向下技术研发效率演变机理 

与传统制造行业相比，高技术制造业塑造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获取研发成果。技术研发效率决定了高

技术制造业发展活力，反映出科技产出与研发投入间的关系，通过持续的科技人员和资金投入获得充足的科技成果。然而，地

方政府需求可能形成区域高技术制造业锦标赛式的竞争发展格局，导致高技术制造业难以摆脱依靠增加创新要素以増加研发成

果的投入导向，陷入低效率创新困境。区域间差异化目标导向决定研发效率演变的空间异质性，其中，发达地区重点发展高技

术制造业知识、技术密集型环节以提升价值链地位，加快要素从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配置，以提高科技产出质量为导向，推动

研发效率改善。发达地区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但规模提升空间有限，集聚过度会引发拥挤效应，产能过剩导致研发效

率趋于恶化；欠发达地区承接发达地区高技术制造业转移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会陷入“要素诅咒”，导致价值链低端锁定。虽然欠

发达地区具有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潜カ较大的后发优势，但其创新禀赋不佳，通过产业转移复制发达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投入导

向，从而陷入低效率创新困境。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发达地区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创新效率较高，欠发达地区整体创新效率较低。 

H2: 发达地区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效率较高，欠发达地区技术研发效率较低。 

2.2效益导向下技术转化效率演变机理 

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科技与经济融合过程，旨在检验科技成果的应用价值和市场导向，需围绕新产品开发重点推动技术改造、

市场营销、商业策划等服务环节建设，技术转化效率表现为经济产出与科技产出间的关系。科技产出作为创新的中间投入，是

维系两阶段的纽带。技术转化效率提升要基于市场需求加快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然而，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使

技术转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一方面，由市场需求定位不准确导致高质量成果供给不足，会因技术改造成本较高、周期较长面

临转化失败的风险。技术研发阶段产出质量也会影响技术转化效率，技术研发阶段的投入导向与技术转化阶段的效益导向错位

是导致转化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另ー方面，科技成果转化受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较大。当前，我国创新生态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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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认证、市场营销、商业策划等服务环节发展程度较低，延长了新产品开发周期并降低了科技成果的时效性和竞争力。区域

问差异化目标导向决定了技术转化效率演变的空间特征。发达地区通过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和科技服务体系，围绕缩短技术转化

周期这一目标，不断提高服务质量、降低交易成本，推动技术转化效率持续改善，而且高质量的科技成果降低了技术转化的不

确定性；欠发达地区由于技术研发阶段的有效供给不足导致技术转化难度较大，从而导致技术转化成本上升、新产品开发周期

延长以及技术转化效率降低。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发达地区高技术制造业技术转化效率较高，欠发达地区技术转化效率较低。 

H4:研发效率不高是高技术制造业陷入低效率创新困境的主要原因，提升技术研发效率是实现高技术制造业效率变革的主要

路径。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根据 Tone & Tsutsui
[35]
:提出的 NSBM模型，对网络 DEA模型有偏结果进行修正。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 NSBM模型

测算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两阶段效率。模型包括 j(j=1，„，n)个决策单元，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包括 k个阶段，mk和 rk

是阶段 k(k=1，2)的投入数和产出数，（k，h)表征阶段 k 与阶段 h 的关联性，Z
(k、h)

是中间投入，λk是阶段 k 的权重向量，s
k-
和

s
k+
分别是阶段 k 的投入冗余、产出冗余， 是表征节点 k 在模型中重要程度的相对权重，并满足约束条件 ，

阶段权重的确定参考 Cooper等
[36]
的研究成果， 为整体效率值。 

 

式（2)是模型的约束条件。其中，前两行是生产前沿条件，第三行是规模报酬条件，最后一行是关联产出的约束条件。在

NSBM模型中，整体效率值是阶段效率值以 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其中，阶段效率值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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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来源 

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构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技术研发效率能够反映科技产出与研发投人的关系。

其中，研发投入采用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衡量，科技产出采用专利数衡量。本文选取 R&D 经费内部支出和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

量作为研发投入的代理指标，选取专利申请数和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科技产出的代理指标。技术转化效率能够反映经济产出与

科技投入的关系。科技产出作为中间投入，既是技术研发阶段的产出，也是技术转化阶段的投入。技术转化是新技术、新专利

转化为新产品的过程，需围绕技术应用和产品开发进行投入。本文选取技术改造经费支出、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作为科技投人

的新增代理指标，选取新产品销售收人和出ロ交货值作为经济产出的代理指标。创新作为知识生产过程，创新产出不仅取决于

当期投入，也与往期投入有关，因此，R&D经费内部支出采用存量形式，根据永续盘存法计算。此外，由于创新过程具有时滞性，

参考已有研究，取滞后期为 2年。其中，技术研发滞后期取 1年，研发投入采用 2009—2014年数据，科技产出采用 2010—2015

年数据，技术转化滞后期取 1年，经济产出采用 2011—2016年数据。目前，根据已公开的统计年鉴，反映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

统计数据更新至 2016年。 

表 1 2011 —2016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省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创新效率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产业集聚 

上海 0. 821 0. 734 0. 763 0. 874 0. 842 0. 842 1. 704 

江苏 1.000 1.000 1.000 1. 000 1.000 1.000 2. 213 

浙江 0. 372 0. 356 0. 132 0. 135 0.134 0. 239 0. 642 

安徽 0. 439 0. 507 0. 130 0. 162 0. 167 0. 209 0. 588 

江西 0. 400 0. 396 0. 133 0. 122 0. 154 0. 159 0. 899 

湖北 0. 347 0. 338 0. 105 0. 124 0. 102 0. 096 0. 566 

湖南 0. 377 0. 390 0. 247 0. 225 0. 209 0. 202 0. 539 

重庆 0. 799 0. 823 0. 836 0. 958 0. 973 1. 000 1. 122 

四川 0. 385 0. 371 0. 510 0. 190 0. 100 0. 169 0. 959 

贵州 0. 145 0. 190 0. 086 0. 093 0. 068 0. 093 0. 335 

云南 0. 534 0. 470 0. 230 0. 185 0. 150 0. 186 0. 136 

下游地区 0. 731 0. 697 0. 632 0. 670 0. 659 0. 694 1. 520 

中游地区 0. 391 0. 408 0. 154 0. 158 0. 158 0. 166 0. 648 

上游地区 0. 466 0. 463 0. 415 0. 357 0. 323 0. 362 0. 638 

 0. 511 0. 507 0. 379 0. 370 0. 354 0. 381 0. 882 

长江经济带 (0.126) (0.122) (0.224) (0.231) (0.246) (0.225)  

 0. 587 0. 593 0.439 0. 438 0. 430 0. 445 0. 714 

全国 (0.134) (0.133) (0.219) (0.221) (0.229) (0.205)  

注：全国为 29个省份（剔除西藏、青海，不含港澳台）的效率均值，括号内为效率的基尼指数；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包括

沪苏浙，中游地区包括皖赣鄂湘，上游地区包括渝川贵滇，下同 

选取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作为评价单元，从省域层面和长江上中下游两个空间尺度对 2011—2016 年高技术制造业创新

效率进行评价。相关数据均采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价格统计年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

市统计年鉴。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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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创新呈低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区域效率分化程度加剧引致全局效率下降。与全国平均水平

相比，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处于集聚发展阶段，投入导向更为明显。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从 0. 

843 上升到 0.89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创新效率从 0.511 下降到 0.38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 1);反映要素配置扭曲

的投入无效率从 0.489上升到 0.61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粗放式规模扩张导致创新效率逐步恶化，印证了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

造业创新低效率的事实。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创新效率呈下上中游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投入导向驱使下的“中游塌陷”是引发区域

效率分化、导致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低效率的根源。2013 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创新效率从 0. 507 下降到 0. 379，

中游地区整体创新效率从 0. 408下降到 0. 154，投入无效率从0. 592上升到 0.846，均占全局效率损失和投入无效率的 72. 4%(见

表 2)。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区域创新效率分化程度逐步加剧，基尼系数从 0. 126上升到 0.225，差异化发展

方式导致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空间演变特征不尽相同。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呈集聚水平、创新效

率的“高高”特征，处于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中上游地区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的“低低”特征，处于要素集聚发展阶段（见

图 2)。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远高于中上游地区，验证了 H1。上海、江苏、重庆兼具创新高效率、集聚高水平的特征，

是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发展高地。 

表 2 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省份 

高技术制造业投入无效率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全国 0. 413 0. 407 0. 561 0. 562 0. 570 0. 555 

长江经济带 0. 489 0. 493 0. 621 0. 630 0. 646 0. 619 

下游地区 0. 269 0. 303 0. 368 0. 330 0. 341 0. 306 

中游地区 0. 609 0. 592 0. 846 0. 842 0. 842 0. 834 

上游地区 0. 534 0. 537 0. 585 0. 643 0. 677 0. 638 

 

 

4.2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两阶段效率时空演变特征 

(1)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效率和技术转化效率与整体创新效率呈相同的时空演变特征，区域效率分化是导致全



 

 7 

局效率下降的直接原因，粗放式要素集聚是导致全局效率下降的根本原因。2011-2 016 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效

率从 0.402 下降到 0.327，基尼指数从 0. 157 上升到 0. 262；技术转化效率从 0. 620 下降到 0. 436，基尼指数从 0.115 上升

到 0.198。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更高程度的区域效率分化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持续下降。低效率的根源在于

产业发展投入导向。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投入无效率从 0. 598上升到 0. 673，技术转化投入无效率

从 0.380上升到 0.564，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创新要素配置扭曲加剧了区域创新效率分化程度，进而演变为全局创新低效率。 

从区域层面看，技术研发效率和技术转化效率下上中游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十分明显。投入导向驱动下长江经济带中

游地区陷入高技术制造业锦标赛式的无序竞争发展格局，技术研发效率和技术转化效率的“中游塌陷”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

制造全局创新低效率。2013 年，中游地区创新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较高，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面临严重的效率分化

和效率恶化问题。其中，技术研发投入无效率(0.862)和技术转化投入无效率（0. 831)远髙于下游地区与上游地区。技术研发

效率从 0. 334下降到 0. 138，占长江经济带效率损失的 86. 19%;技术转化效率从 0. 481下降到 0. 169，占长江经济带效率损

失的 65. 81%(见表 3)。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效率和技术转化效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上游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验证了 H2和 H3。 

表 3 2011—2013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省份高技术制造业分阶段创新效率 

地区 
2011 2012 2013 

技术研发 技术转化 技术研发 技术转化 技术研发 技术转化 

上海 0.643  1.000 0.468  1.000 0.526  1.000 

江苏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浙江 0.254  0.490 0.287  0.426 0.106  0.158 

安徽 0.402  0.476 0.489  0.525 0.140  0.119 

江西 0.202  0.597 0.213  0.579 0.080  0.186 

湖北 0.271  0.424 0.263  0.413 0.078  0.132 

湖南 0.266  0.488 0.372  0.408 0.254  0.240 

重庆 0.599  1.000 0.646  1.000 0.672  1.000 

四川 0.205  0.565 0.307  0.434 0.505  0.515 

贵州 0.154  0.136 0.127  0.252 0.089   0.083 

云南 0.427  0.642 0.421   0.519  0.232    0.228, 

下游地区 0.632  0.830 0.585  0.809 0.544   0.719 

中游地区 0.285  0.496 0.334  0.481 0.138   0.169 

上游地区 0.346  0.586 0.375  0.551 0.375   0.456 

 0.402  0.620 0.418  0.596 0.335   0.424 

长江经济带 (0.157) (0.115) (0.143) (0.115) (0.227) (0.224) 

 0.446   0.728 0.501   0.684 0.397   0.481 

全国 (0.175) (0.119) (0. 160) (0.117) (0.232) (0.214) 

 

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具有科技研发和市场转化的先动优势，但规模扩张空问有限。转移高技术制造业低附加值环节为价值

链攀升拓展了空间，逐渐完善的市场机制促进创新要素向高附加值环节配置，纾解了因集聚过度引发的拥挤效应，通过“腾笼

换鸟”推动研发效率改善。此外，人力资本的不断积聚强化了创新禀赋，知识产权保护、研发补贴政策等制度激励为研发效率

提升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巩固了下游地区技术研发的龙头地位，但高质量技术转化需要的投入更高、周期更长、风险更大。

2011—2016 年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效率从 0. 632 下降到 0. 544，再上升到 0. 606;技术转化效率从 0. 830 下降到

0. 719，再上升到 0.781，处于要素配置优化的调整期。其中，浙江是下游地区的“效率洼地”（见表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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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4—2016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省份高技术制造业分阶段创新效率 

地区 
 20 14 201 5 20 16 

 技术研发 技术转化 技术研发 技术转化 技术研发 技术转化 

上海  0.748 1.000 0.684 1.000 0.685 1.000 

江苏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浙江  0.123 0.147 0.088 0.180 0.134 0.344 

安徽  0.148 0.175 0.157 0.178 0.157 0.261 

江西  0.083 0.161 0.088 0.220 0.109 0.210 

湖北  0.072 0.176 0.060 0.143 0.054 0.138 

湖南  0.206 0.245 0.190 0.229 0.153 0.251 

重庆  0.916 1.000 0.946 1.000 1.000 1.000 

四川  0.171 0.210 0.084 0.115 0.130 0.208 

贵州  0.062 0.124 0.046 0.090 0.050 0.137 

云南  0.154 0.216 0.119 0.180 0.126 0.246 

下游地区  0.624 0.716 0.591 0.727 0.606 0.781 

中游地区  0.127 0.189 0.124 0.192 0.118 0.215 

上游地区  0.326 0.387 0.299 0.346 0.326 0.398 

  0.335 0.405 0.315 0.394 0.327 0.436 

长江经济带  (0.253) (0.214) (0.273) (0.227) (0.262) (0.198) 

  0.388 0.487 0.371 0. 490 0.339 0.551 

全国  (0.241) (0.206) (0.259) (0.207) (0.249) (0.182) 

 

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兼具规模扩张的后发优势和技术创新的后发劣势，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动下，通过“筑巢引凤”

承接下游转移的高技术制造业低附加值环节会强化投入导向，引发区域锦标赛式的无序竞争，粗放式集聚会加剧要素配置扭曲，

造成技术研发效率恶化。此外，技术研发阶段与技术转化阶段的关联性较强，技术研发无效供给会提高技术转化成本并延长周

期，造成技术转化效率恶化。因此，投入导向和关联扭曲加剧了中上游地区创新要素配置扭曲，导致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低效

率。2011—2016 年上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效率从 0. 346 下降到 0. 326，技术转化效率从 0. 586 下降到 0. 398;中游

地区技术研发效率从 0.285 下降到 0. 118，技术转化效率从 0.496 下降到 0.215(见图 3、4)。中上游地区处于要素配置恶化的

阵痛期，其中，贵州和云南是上游地区的“效率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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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研发效率低下是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低效率的根源。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

效率均低于技术转化效率。一方面，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的关联性较强，中间产品的无效供给导致技术转化阶段的配

置扭曲，技术研发阶段的低效率引致技术转化阶段的低效率，最终演变为整体创新过程的低效率；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技术

研发效率的区域分化程度比技术转化效率更高，由要素配置扭曲引起的效率损失更大。因此，技术研发效率提升是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技术制造业效率变革、摆脱创新低效率困境的主要路径，验证了 H4。 

5 结语 

5.1 结论 

采用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 NSBM模型，从长江经济带沿线 11省市和上中下游两个空间尺度，测算 2011—2016年长

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过程的整体效率和两阶段效率，并探讨效率演变的时空特征和内在机理，得到如下结论： 

(1)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呈低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内部效率分化程度加剧导致整体效率下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比，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处于集聚发展阶段，整体创新效率较低，内部呈下上中游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下游地区处

于创新驱动发展阶段，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的“高高”特征，中上游地区处于要素集聚发展阶段，高技术

制造业发展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的“低低”特征。上海、江苏、重庆是高技术制造业发展高地，兼具高集聚水平、高创新效

率特征，是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优势地区。 

(2)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效率和技术转化效率与整体创新效率呈相同的时空演变特征，且均呈下上中游梯度递

减的空间分异特征。区域效率分化是导致全局效率下降的直接原因，粗放式要素集聚是全局效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其中，长江

下游地区处于要素配置优化的调整期，中上游地区处于要素配置恶化的阵痛期。粗放式集聚引发创新要素配置扭曲，不仅导致

上游和下游局部地区成为“效率洼地”（浙江、贵州、云南），也造成“中游塌陷”，使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面临局部高

效、全局低效的不利境地。 

(3)技术研发效率低下是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提升技术研发效率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

业效率变革、摆脱创新低效率困境的主要路径。区域锦标赛式的无序竞争会强化投入导向，加剧地区效率分化程度，中间产品

的无效供给会导致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的关联扭曲，最终演化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全局低效率。 

5.2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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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时期，推动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变革，是实现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应围绕优化空间布局，挖掘内陆发展潜力，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区域科技合作和高技术制造业

一体化发展，为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拓展新空间，推动高技术制造业创新由局部高效向全局高效转变，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引

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建立区域科技合作长效机制，加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空间布局的顶层设计。建立更加有

效的区域互动发展机制，避免各地区不分功能、不加协调地推进同质性高技术制造业建设，从而导致创新资源分布不平衡和低

效率。完善长江经济带跨行政区科技合作机制，促进下游研发优势和中上游市场优势相结合，加快形成布局合理、协同联动的

空间发展格局，合理引导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共建共享ー批区域性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和高技术制造业创新联盟，依

托产业链构建技术研发、技术转化协同联动的创新链。通过加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规划、组织、协调，汇聚新旧动

能转化的区域合力。 

（2）加快完善“制度一市场”互动的科技服务体系，提高技术创新的市场效益，营造高效的技术转化生态。构建企业主导、

政府参与、市场服务的科技创新体系，补齐技术转化服务短板，重点改善中上游地区创新生态。发挥服务型政府的引领作用，

完善金融、财税、人才、法规等政策，降低技术转化制度性成本，深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改革。借助“互联网+”打

造区域性、行业性技术交易 O2O 平台，支持技术转移机构与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合作建立投资基金，加强技术转化，引导资

金、高技术企业创业投资基金联动发展。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研发机构，扶持市场中介机构发展，为高技术企业创新提供信息

咨询、风险评估、产权交易等市场服务，降低技术转化成本、缩短周期，提高技术的时效性和竞争力。加强技术经纪人队伍建

设，促进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 

（3）加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协同集聚，构建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技术研发体系，实现高技术制造业高效率运转。破解长

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高投入、低产出的困境，重点围绕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和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新专利、新技术质

量，大力培育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盘活大中型企业创新资源，避免因同质性、重复性投入导致结构性过剰。提高下游地区高技

术制造业准入门槛，合理控制政府研发投入规模，不断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推动过剩产能向中上游地区有序转移。加大对核心

技术研发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发明专利申请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发挥下游地

区人才劳动池的溢出效应，重点推动中上游地区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协同集聚，建立有效的科技型人才引、留、育机制，保

障高技术企业人才供给。中上游地区要发挥好资金、人才、政策等因素对技术研发的促进作用，同时构建以创新效益为主的考

评机制，倒逼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从投入导向向产出导向和过程导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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